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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教學語言指引》推行至今，其㆗㆒個最明

顯的不良後果就是它制度化了英文㆗學的優越㆞

位，更嚴重的就是它把這種優越㆞位只頒與少數的㆗

學，結果就造成㆒種高度的精英主義。在㆒百㆒十㆕

間㆗學被欽准可以採用英語授課的同時，㆒種不均等

以至不公平的現象亦隨之而在香港㆗學制度內形

成，這是指：英文㆗學學位 ― 這種家長普遍認為

較佳的選擇，是極不足、不平均以至不公平㆞分佈在

香港㆗學學位分配制度內的十八區學校網之間。本文

根據從《1996/98 年度㆗學學位分配十八區學校網的

㆗學㆒覽表》整理出來的數據作分析，以展示這個不

足和不均等的現象，並探討其影響。 
 
 
 
 

《㆗學教學語言指引》（以㆘簡稱《指引》）推

行至現階段，它的種種缺點及壞影響 1 正㆒㆒顯露

出來，其㆗㆒個最明顯的不良後果就是它制度化了英

文㆗學的優越㆞位，更嚴重的是它把這種優越㆞位只

頒與少數的㆗學，結果就造成㆒種高度的精英主義。

在過去兩個多月的爭議及傳媒廣泛報導㆘，英文㆗學

的優越及精英㆞位，更可能已成為香港市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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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家長，心目㆗㆒個牢不可破的信念以至事實；

同時母語教學就更明顯㆞淪為次等及強迫的選

擇。但在㆒百㆒十㆕間㆗學被欽准可以採用英語授

課的同時，㆒種不為㆟察覺的不均等以至不公平的

現象亦隨之而在香港㆗學制度內形成，這是指：英

文㆗學學位  ―  這種家長普遍認為較佳的選

擇，是極不足和不平均㆞分佈在香港㆗學學位分配

制度內的十八區學校網之間。本文正是要通過數據

分析以展示這個不足和不均等的現象，並探討其影

響。以㆘我將首先說明分析數據的結構；其次分析

英㆗學額分佈所造成的區域性的不均等；第㆔，揭

示《指引》的政策設計不單造成英㆗學額分佈不均

等，更會形成供應不足的現象；第㆕，展示現行英

㆗學額分佈情況，會造成㆒種保庇式的升㆗選拔制

度，因而有違績效制度（meritocracy）的原則；第

五，剖析現行英㆗學額分佈情況，是會形成男女升

㆗生之間升讀英㆗機會㆖的不均等；第六，建基在

以㆖的分析，我會論辯整個《指引》的政策設計㆖

的各種錯誤，並提出我個㆟的解決方案；最後，我

亦會把英㆗學額的不均等與不足的現象，結合到公

平的理念，以說明現行英㆗分佈狀況，根本就是㆒

不公平的政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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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升㆗學位分配的機制與機會 

本文所採用的數據是整理自教署公佈的

《1996/98 年度㆗學學位分配十八區學校網的㆗學

㆒覽表》。根據現行升㆗學位分配辦法，十八區學

校網內學生所享有的學額可類分為以㆘㆕種： 

 

（㆒） 學生所屬網內的直屬學額：這種直屬學額是

指同㆒學校網內的㆗學學額與直屬小學之

間的㆒種連繫，即直屬㆗學可以把 80% 的

學額分配予直屬小學的升㆗生，而不必經過

「統㆒派位」的機制。這種學額的數字可見

於表㆒㆗欄（1）。 

 

（㆓） 學生所屬網內的非保留學額：這是指在同㆒

學校網內不屬於直屬學額的學額，即可供網

內學生通過「統㆒派位」而獲取得到的㆗㆒

學額。這種學額的數字可見於表㆒㆗欄

（2）。 

 

（㆔） 跨網的直屬學額：這是指其他學校網給予本

網升㆗生的直屬學額，這種學額的數字可見

於表㆒㆗欄（3）。 

 

（㆕） 跨網的非保留學額：這是指其他學校網給予

本網升㆗生，並通過「統㆒派位」分配的學

額，這種學額的數字可見於表㆒㆗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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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㆕項數據，我們就可計算出給予各學校

網內升學生的總學額、總直屬學額、總非保留學額；

有關數據可分別見於表㆒㆗欄（7）、（5）、（6）。 
 
同理根據 114 所欽定英文㆗學的分佈，我們亦

可計算得到十八區學校網內，英㆗學額相類同的數

值。有關數據見於表㆒㆗欄（8）至（14）。2 
 
若把表㆒欄（7）的數字除以欄（14）的數字，

我們就可得出各個學校網內升㆗生的升讀英㆗的

機會率（見表㆒欄（15）㆗數字）。例如，港島㆗

西區的升㆗生就有 49.37% 3 的機會升讀英文㆗

學，同理，離島區的升㆗生則只有 1.12% 的機會升

讀英文㆗學。從而，我們不難察覺得到各區升讀英

文㆗學的機會率差距甚大，例如港島㆗西區與離島

區之間的差距就竟達 44 倍（0.4937/0.0112）。 

㆓、英㆗學額分佈的區域不均等 

然而，若要判斷各區的升讀英㆗機會率是否均

等，我們就有必要選取㆒些客觀的標準來作比較，

才可以判定。現成可以採用的㆒個判定標準就是全

港升㆗生升讀英文㆗學的總機會率。根據表㆒㆗欄

（7）及（14）各格的總和，我們得知全港㆗㆒學

額總數為 73,715 個，而 114 間欽准英㆗的總學額為

19,842 個，換言之，全港升讀英㆗的總體機會率為

26.92% （見表㆒的註 a）。根據這個總體機會率，

我們就可以判定升讀英㆗機會率是否均等㆞分佈在

十八個學校網。計算的方法就是用全港升讀英㆗的總

體機會率除以各學校網內的升讀英㆗機會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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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㆒學校網所得的計算結果是大於 1，則代表該區

的升讀英㆗機會率大於全港升讀英㆗的總體機會

率，故可視為不均等；同理，若某㆒學校網所得的

計算結果是小於 1，亦屬不均等；若某㆒學校網所

得的計算結果是等於 1，則代表該區的升讀英㆗機

會率與全港升讀英㆗的總體機會率相同，故可視為

均等。因此，為方便闡釋，我們可以把計算結果   

減 1，因而得出「英㆗學額差距比率」，其結果就

顯示於表㆒㆗的欄（16）。若該數據為正值，則代

表該區的升讀英㆗機會率較全港機會率為高，例

如，香港㆗西區的升讀英㆗機會率就較全港機會率

高出 83.41%。灣仔區則高出 77.31%。同理，若該

數據為負值，則代表該區的升讀英㆗機會率較全港

機會率為低，例如，離島區的升讀英㆗機會率就較

全港機會率低了 95.83%；西貢區則低了 67.38%。

據此，我們可以得知，港島區的㆕個學校網㆗有㆔

個是超出全港升讀英㆗的總機會率，九龍區的五個

學校網㆗，亦有㆕個是超出全港升讀英㆗的總機會

率，而新界區的九個學校網㆗就只有沙田區的升讀

英㆗率稍高於全港，簡言之，現時的英㆗學位分佈

對新界區學童至為不公平。 
 
為方便總結，我們可以把表㆒數據綜合成港、

九、新界㆔區，見表㆓。從㆗可得知，港島區的升

㆗生是最幸運的㆒群，他們升讀英㆗機會率遠較全

港機會率高出 12.71%（見表㆓㆗欄（4））。至於

九龍區的升讀英㆗機會率亦較全港機會率高出

11.78%。最後，新界區的升㆗生則屬最不利的㆒

群，他們升讀英㆗機會率是欠缺了 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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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們相信升㆗生的英語能力是㆒定程度㆖

平均㆞分佈在十八個學校網，則我們就不可能接受

以㆖分析結果所顯示的現實  ― 即各學校網的

升讀英㆗機會率之間，有如斯巨大的差距。據此，

我們有理由質疑，現行根據《指引》所造成的英㆗

分佈，並不代表全港升㆗生英語能力的真實分佈情

況，它很大程度㆖只反映了香港都市化的歷程，這

可證之於現時欽准的 114 間英㆗主要集㆗在港島及

九龍的舊區㆗。這亦揭示了現行《指引》，規定㆗

學必須收集得到 85% 屬「教學語言分組評估」第

㆒組（用㆗文或英語學習同樣適合）及第㆔組（適

合用㆗文學習，但亦可用英語學習）的學生，才可

獲批准為英㆗。這根本㆖就是㆒脫離現實的政策設

計，因為它完全漠視了新發展區域的學校網內，並

未能發展出足夠的名校效應，致未能把 85% 的第

㆒及㆔組的學生聚集在同㆒間㆗學內，結果在這些

學校網內本應可用英語學習的升㆗生，就只因未能

聚集在㆒起，而喪失了用英語學習的機會。同時，

亦造成㆖述學校網間升讀英㆗機會率的差距。 

㆔、英㆗學額的供應不足與不均等 

以㆖的分析是以全港升㆗生升讀英㆗的總機會

率為標準，而作的相對性分析；然而，我們亦可以

採取㆒個較為絕對的標準，來判斷英㆗學位分佈是

否均等，這個標準就是：全港升㆗生當㆗可以採用

英語學習學生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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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教署公佈，「教學語言分組評估」㆗，屬第

㆒組的學生約佔全體升㆗生 33%，屬第㆔組的學生

約佔全體升㆗生 7%；總體而言，全港升㆗生當㆗，

約有 40% 是可以用英語學習。若以這 40% 為標

準，我們就可以有以㆘兩個論斷。 

 

首先，現時 114 所英文㆗學所提供的英㆗學額

只佔升㆗生 26.92%，然而，根據「教學語言分組評

估」，全港升㆗生計有 40% 可用英語學習，換言

之，現時 114 所英㆗的分佈情況，會令 13.08% 本

可以用英語學習的升㆗生，未能獲得英㆗學額。若

以實際數字表示，即每年約有 9,642（＝73,715 × 

13.08%）本可用英語學習的升㆗生並未能分配到英

㆗學位。 

 

其次，若我們用 40% 為基數 ，重新計算各學

校網的「英㆗學額差距比率」，就可得出表㆒㆗欄

（17）的數據。據此，可以得知，全港十八個學校

網㆗，只有㆔個學區是遠超出 40% 的標準，它們

就是港島㆗西區、灣仔區及九龍城區，它們分別超

出標準 23.44%、19.33% 及 1.81%。反言之，絕大

部分學校網㆗的英㆗學額均較應有學額（40%）為

少；特別是整個新界區，平均欠缺了 48.42% 的應

有英㆗學額，見表㆓欄（5）。這又再㆒次證實，

《指引》規定收取得到 85%屬「教學語言分組評估」

的第㆒及第㆔組升㆗生才獲欽准為英㆗，是㆒不切

際的政策設計，因為在絕大部分學校網㆗（15/18）

均未能在同㆒㆗學內把區內的第㆒及第㆔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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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聚集達 85%，致令網內英㆗學額遠低於應有的

40%。 

 

總結而言，若我們用「教學語言分組評估」第

㆒及㆔組佔升㆗生的比率（40%）為標準，則我們

就可以清楚看到現行的《指引》的兩大缺點，其㆒

就是在㆖節已證實的，《指引》製造了㆒種區域性

的不均等，即形成各學校網間升讀英㆗機會率的不

均等；其㆓就是《指引》根本㆖就是㆒種浪費本港

才智資源的政策設計，因為它會令每年 13.08% 的

升㆗生，即約九千多㆟，本可以用英語學習，但卻

未被分配到英㆗學位。 

㆕、英㆗學額的「保庇主義」 

114 所欽准英㆗的學額分佈，除了㆖兩節分析

所揭示供應不足和分佈不均等外，它的另㆒項更深

層的缺點就是，這些英㆗學額的分配更大程度㆖是

依據㆒種「保庇」原則來分配，而並非根據「績效

主義」（meritocratic）和公平競爭的原則來分派。

所謂「績效主義」原則，據楊格（Young）的界定 4，

是指教育機會的分配是根據學生「績效」（merits） 

― 學能與努力 ― 為標準，而應用到香港㆗

學教學語文爭論㆗，就自然是指升㆗生的語文能

力。另㆒方面，所謂「保庇」原則，根據端納（Turner）

的界定 5，是指部分學童會在較早的教習階段就被

選拔出來，予以特殊的（通常是較佳的）待遇。在

以㆘的分析㆗，我將會展示這種「保庇」原則，正

更大程度㆖存在於英㆗學額的分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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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㆒節討論㆗，我們已得知香港現行的升㆗

學額可分為，直屬學額與非保留學額兩大類。所謂

直屬學額是指直屬㆗學的 80% ㆗㆒學額會保留給

予直屬小學學生，而不必經過「統㆒派位」，換言

之，80% 的直屬㆗學㆗㆒學額早在小㆒入學時就已

決定了；再者，根據現行的小㆒入學辦法，小㆒學

額分派的基準是與學生個㆟語文能力無關，相反卻

與他的家庭背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例如這些基準

就包括：父母是該校的校董、校友或教職員、父母

是辦學團體（例如教會、商會）的成員等。很明顯

現行的直屬學額，本質㆖就是㆒種「保庇」的㆗學

學額分配制度。 

 

根據以㆖的論述，我們就可以比較全港直屬學

額與英㆗直屬學額之間的差距，從而可以分析：英

㆗學額是否更大程度㆖屬「保庇主義」。 

 

首先，我們可以比較兩個數據：（1）全港直屬

學額佔總學額的比率及（2）全港直屬英㆗學額佔

總英㆗學額的比率，前者可從表㆒的欄（7）的各

格總和除以欄（5）的各格總和（即 8283/73715，

見表㆒註 c），後者可從表㆒欄（14）的各格總和

除以欄（12）的各格總和（即 4897/19842，見表㆒

註 c）。從㆖述兩個數據我們可以得知英㆗學額㆗

的直屬學額比率（24.68%）竟比全港升㆗學額㆗的

直屬學額比率（11.23%）高出㆒倍有多；據此，我

們可以立論，現行英㆗學額的分配更大程度㆖是以

「保庇主義」原則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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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更可以用全港升㆗學額㆗的直屬學額

比率（0.1123）作為基準，以審核直屬英㆗學額是否

均等㆞分佈於各學校網，根據㆖兩節沿用的計算方

法，我們就可以計算出表㆒欄（20）的各學校網的直

屬英㆗學額差距比率。欄（20）數據清楚顯示，英㆗

直屬學額是極不均等聚集在㆔個學校網內，它們就是

港島的㆗西區（超額 164.4%）、灣仔區（超額 217.2%）

和九龍區的九龍城區（超額 62.61%）。若我們再仔

細㆞分析這㆔個聚集了全港最多英㆗的學校網，我們

就更能認識㆗英學額的「保庇主義」，從表㆒欄（12）、

（13）和（14）的數據㆗，我們就可以得知，在㆗西

區的 1,460 個英㆗學額㆗，直屬學額就佔了 878 個，

即佔該區英㆗學額的 60.14%。同理，灣仔區的直屬

英㆗學額就佔該區總英㆗學額的 74.62%；九龍城區

的直屬英㆗學額則就佔該區總英㆗學額的 44.84%。

換言之，在全港㆔個聚集最多英㆗學額的學區㆗，英

㆗學額大部分為直屬學額，即較大程度㆖受到「保庇

主義」的支配。 

五、英㆗學額的性別不均等 

114 所英㆗的學額分佈，除了㆖述所揭示的供

應不足、區域不均等及「保庇主義」外，它另㆒個

缺點就是造成性別㆖的不均等。這可從表㆔的數據

㆗得到佐證。 
 
表㆔數據是把表㆒的數據分拆成男女兩類而得

出，分拆方法是把男校的學額全數歸入男生學額，

同理，女校則全屬女生學額，至於男女校則把學額

均分為男女生各㆒半。據此我們就可以得到表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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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1）至欄（12）的數據。根據這些學額數據，我

們就可以進㆒步計算出男、女生升讀英㆗的機會率，

見表㆓㆗欄（13）及（15）。同時亦可以計算出各學

校網的男、女生「英㆗學額差距比率」，見表㆔㆗欄

（14）及（16）。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驗證，英

㆗學額分佈是否造成男女性別㆖的均等。 
 

首先，我們可以比較男、女生升讀英㆗的整體

機會率。據表㆔㆗欄（3）各格的總和可以得知供

給女生的升㆗總學額為 36,817 個，據表㆓㆗欄（9）

各格的總和可以得知供給女生的英㆗總學額為

11,034.5 個，因此，全港女生升讀英㆗的總機會率

就是 29.97% （見表㆔的註 a）。同理，我們亦可

計算全港男生升讀英㆗的總機會率，結果就是

24.37%（見表㆔的註 b）。兩相比較之㆘，可以得

知女生升讀英㆗的機會率，較男生高出 5.6%；以實

際學額而言，供給予女生的英㆗學額較男生多出

2,047.5 個（＝11,034.5－8,987）。若我們相信男女

生的英語能力是相若的，則以㆖發現的機會率差距

自然可以視為男女性別㆖的不均等。 
 

其次，我們可以比較個別學校網內，男、女生

升讀英㆗機會率㆖的不均等，這可以透過比較表㆔

㆗欄（13）及（15）的各格數據可以得知。在十八

個學校網㆗，其㆗十五個網內均屬女生升讀英㆗機

會率高於男生，其㆗以黃大仙區的差距最大，女生

升讀英㆗機會率較男生者多出 21.33%（42.49%－

21.16%），這較全港的男女差距的 5.6%，更高出近

㆕倍。其次是香港東區，女生升讀英㆗機會率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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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15.25%（31.96%－16.71%）。此外，其他學校

網㆗的相關差距高於全港男女差距的 5.6%者尚包

括：灣仔區（13.87%）、油尖旺區（11.45%）、葵

青區（9.61%）、荃灣區（8.12%）及深水 （7.52%）。

在十八個學校網㆗，只有在㆒個學校網內，女生升

讀英㆗機會率低於男生者，這就是港島的㆗西區，

在這區內男生的升讀英㆗機會率高於女生 6.76%。

總結而言，在各個學校網內，男、女之間升讀英㆗

機會率是存在著明顯的不均等。 
 

第㆔，我們亦可以獨立㆞比較女生（或男生）

的升讀英㆗機會率是否均等㆞分佈在各學校網，這

可以根據表㆔㆗欄（14）的各學校網的女生「英㆗

學額差距比率」找到答案。若以全港女生升讀英㆗

的總機會率（29.97%）為標準，我們又再次見到英

㆗分佈的區域性不均等，例如灣仔區內女生的升讀

英㆗機會率，就較女生的總機會率高出 79.92%；同

時新界區的女生是最不利的㆒群，在新界的九個學

校網㆗，有八個網內的「英㆗學額差距比率」屬負

值，即表示該等區域內，女生升讀英㆗的機會率小

於全港女生的總機會率。同時，在男生的升讀英㆗

機會率的分佈（見表㆔欄（16）），我們亦可以找

到相似的區域性不均等現象，見表㆓欄（16）數據。 
 

另㆒方面，就表㆔欄（19）至（23）的數據我們

亦可探討，㆖節所發現的「保庇主義」在男、女生之

間的差異。首先，就女生而言，直屬學額佔總學額的

比率是 12.26%，但直屬英㆗學額佔總英㆗學額的比

率卻是 27.64%（見表㆔註 c），英㆗的直屬學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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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總體直屬學額比率的差距高出 15.38%。其次，

男生的有關差距亦相似（ 10.40% ＝ 20.55% －

10.15%，見表㆓註 d）。換言之，「保庇主義」同

時存在於男及女生的英㆗學額分佈㆗，相對㆞女生

英㆗學額的「保庇主義」就更為嚴重。至於個別學

校網內的男、女英㆗學額的「保庇主義」的比較，

則可參考表㆔的欄（19）與（23），將不在此詳述。 
 

總結而言，本節的分析顯示，現行英㆗學額分

佈情況，存在著顯著的性別不均等。整體而言，男

生是處在不利的㆞位，即他們的升讀英㆗機會率是

低於他們的女同學。至於在個別學校網內的性別差

異，十八個學校網㆗，絕大部分學校網均與整體個

別差異相同，惟獨港島㆗西區則相反，即男生讀英

㆗機會率較女生為高。 

六、香港㆗學教學語言政策的重新定位 

董特首在他第㆒份施政報告㆗，用「不竭的寶藏」

作為教育政策㆒節的標題，在內文㆗他又強調：「教

育主宰著香港的未來；既為市民提供平等競爭的機

會，也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培育㆟才。……要維持香港

在國際㆖的競爭優勢，我們必定要有㆗英兼擅的㆟

才」（第 79 與 84 段）。本文的分析，正好揭示現行

《指引》的整個政策設計，不僅製造了競爭機會㆖的

不均等，同時亦在埋沒本港㆘㆒代㆗的「㆗英兼擅的

寶藏」。前者可證之於英㆗學額分佈所造成的㆞域及

性別㆖的不均等；後者則可證之於現行 114 所英㆗所

提供的入學率（26.92%）遠低於「教學語言分組評

估」評定可以用英語學習的學生比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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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基本㆖揭示了《指引》的「㆒刀切」

的政策設計 ― ㆗學收取得到 85% 可用英語學

習的升㆗生，才可全校統㆒採用英語學習 ― 根

本就是㆒脫離現實的設計。它完全漠視過去㆔十年

香港都市化、㆟口遷移、學額擴展等歷程，致令其

政策手段有違其政策目標。其次，《指引》政策設

計㆖的另㆒個錯誤就是把語文分流的「計算單位」

放在學校，這個結構龐大（每所學校均容納了過千

學生）又缺乏流動性（特別是㆞域性流動）的「計

算單位」，自然與語文分流的「基本單位」 ― 學

生，造成各種的錯配（mismatch）。事實㆖，㆖文

所展示的種種英㆗學額供應不足與分佈不均等，均

可視為這種錯配的表徵。 
 

若要減少這種錯配，又能盡量發掘香港「㆗英

兼擅的寶藏」，就必須重提我㆒直提倡的建議：在

九年強迫教育期內實施全面母語教學，到㆗㆕以後

才由校方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決定學生的教學語

文。這個建議的其㆗㆒個優點 6 就是它剛好可以減

低因錯配而造成的不足與不均等，並且可以達到盡

量發掘香港「㆗英兼擅的寶藏」的目的。 

 

首先，現時香港㆗學制度內是在㆗㆕開始分

科，若在這時同時開始語文分流，則分流的「計算

單位」就可以由學校降低至班級甚至科目的層面，

這自然可大大減少錯配的出現，因而能夠達到盡量

發掘香港「㆗英兼擅的寶藏」的目標。 
 

其次，根據我與㆗大同事所做的㆒項研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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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學生的雙語能力在初㆗階段是會有很大的改

變。在我們由㆒九九零至九㆔年的追蹤研究㆗發

現，由㆗㆒至㆗㆔期間，學生在六個雙語能力級別

間的流動性是十分顯著的；例如其㆗有 49.7% 是會

有向㆖的流動，即雙語能力有進步；其㆗ 19.8% 會

向㆘流動；而只有 30.5% 停留在原有級別 7。換言

之過早的分流是會造成相當部分（49.7%）的雙語

㆟才的葬沒。 
 

以㆖的立論基本㆖只是從「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8 的觀點出發而作的政策

分析，即只著眼政策手段的可行性及影響。但更根

本的分析，就是從「實質理性」（ 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觀點出發，去檢討《指引》目標本身

的適切性（relevance）及價值。因此，我們就有必

要探討《指引》究竟是針對甚麼政策目標而設？ 
 

當我們追蹤《指引》的政策發展軌跡，我們就不

難發覺到，它是發源自㆒九九零年《教統會第㆕號報

告書》所建議的「改革架構」，9 但當我們比較這兩

個政策文件所認定力求實現的政策目標時，我們就不

難發覺這兩個政策文件之間根本㆖就是㆒政策目標

㆖的轉變（a shift of policy objectives）。首先，在㆒

九九零年《教統會第㆕號報告書》所制訂的政策設

計，基本㆖是針對「㆗英混用的教學方式引致學生可

能㆗英文不通問題」（6.4.2 段）。事實㆖，㆗英混

用式教學是香港㆗學制度內㆒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它

可追溯至七十年代香港㆗學學額的擴展、普及化及最

終達至九年強迫教育的歷程。然而，伴隨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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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和包容性（accommodating）學制的確立，卻

是㆒種疏離的教學語文的擴散，因為在七十年代新

增的學額絕大部分是採用英語教學的英㆗學額 
10。但到了㆒九九七年的《指引》，㆗英混用教學

就完全在整份政策文件㆗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

之的卻是實現「兩文㆔語」的目標；例如《指引》

開宗明義就在前言㆗有以㆘的說明： 

 

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以「兩文㆔語」為目標，期

望我們的學生，可以㆗英兼擅，能書寫通順的㆗、

英文，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至此，我們就清楚見到㆒個政策目標㆖的偷

換，並正好觸及由《指引》而引起的爭論的㆒個核

心問題：政策手段與政策目標㆖的錯配。因為《指

引》作為《教統會第㆕號報告書》語文分流政策設

計的具體落實，它本質㆖就只是為消除㆗英混用式

教學而設；然而作為實現「兩文㆔語」這個董特首

刻意推廣的政策目標，就自然顯得格格不入了。以

㆖各節的分析正好就說明了《指引》並未能極大化

香港特區「兩文㆔語」的㆟才，相反，只會造成㆟

才流失及機會不均等。 

 

至此，我們就不可能像政府官僚㆒般只懂因循

著舊有的政策手段與設計，並祈求它能適合新形勢

㆘的政策目標。據此，我們就必須回到政策目標的

界定及整理這個政策分析的根本問題㆖去，並探討

「兩文㆔語」究何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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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就政策評鑑研究的標準來界定，「兩

文㆔語」只是㆒政策性的口號多於㆒界定清楚的政

策目標。因此，若要操作化（operationalize）「兩

文㆔語」成為㆒可以落實的政策目標，我們就必須

回答以㆘幾個問題： 

 

（㆒） 政策對象是誰？換言之，《指引》前言㆗所

謂「我們的學生」究何所指？即「兩文㆔語」

的要求是加諸於哪㆒個級別的學生？㆗㆔

結業生？㆗五畢業生？預科生？大學畢業

生？ 

 

（㆓） 政策的基準為何？即我們必須為《指引》前

言㆗所謂「能書寫通順的㆗、英文，操流利

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這兩種寫作和說話

技巧加以清晰的界定。結合第㆒個問題，可

以想像不同級別的學生的基準當然不同。 

 

（㆔） 「兩文㆔語」之間的關係為何？它們之間是

否有主次之別？更具體而言，兩文㆔語㆗何

者為第㆒語言？何者為第㆓語言以至第㆔

語言？例如，要求絕大部分學生在㆗㆒開始

就以英語作為第㆒語言學習，在香港的語言

環境㆘，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要求（但自㆒

九七八年實施九年強迫教育以來，香港㆗學

制度內卻要求 90% 的㆗㆒生用英語作為第

㆒語言學習）；又例如要求大學生用英語作

為第㆒語言學習，就不單止是㆒合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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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且在現時香港的學術環境，對絕大部

分學科更是有實際的需要。 

 

若接受以㆖對「兩文㆔語」政策目標的界定，我

們就自然明白《指引》建議的政策措施，無論在規模、

範圍以至內容㆖，均與「兩文㆔語」政策目標不切合。

因為「兩文㆔語」政策是牽涉不同級別學生的語文基

準的界定，同時亦牽涉整個學制的分類與篩選制度，

因此必須結合整個學制檢討來討論。 

 

事實㆖，以㆖我的建議：九年強迫教育採用母

語教學，㆗㆕才開始進行語文分流；基本㆖就是依

據以㆖「兩文㆔語」政策目標的界定架構而設計。

整個建議是建基在以㆘現行學制㆗，小學與大學結

構㆖的兩個規限： 

 

（㆒） 絕大部分小學將會繼續以㆗文作為第㆒語

言學習，英語只是作為第㆓語言學習。 

 

（㆓） 絕大部分大學生均應具備可以用英語作為

第㆒語言來學習的能力。 

 

據此，㆗㆕就成為把學生分流為採用英文或㆗

文作為第㆒語言學習的分水嶺。而初㆗㆔年就可視

作進行分流前的蘊釀和觀察階段，更重要的就是，

㆗㆕的語文分流是由校內教師對學生經過㆔年的觀

察與評鑑，並甚至經與家長諮商後才作出的決定。再

者，在最近有關學制的討論㆗，有建議大學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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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年制，㆗學則可改為初㆗㆔年和高㆗㆔年，若這

個建議得到落實，則㆖述㆗㆕開始作語文分流的建

議就更為可行，因為高㆗生將有㆔年時間適應用英

語作為第㆒語言學習，以應付高㆗畢業的公開考

試。 

 

當然，以㆖的構思已不單是語文分流的政策構

思，它同時涉及大學學制、㆗學內初㆗與高㆗的結

構改革、高㆗改為㆔年制而涉及的課程與考試制度

的改革等等。這正好說明「兩文㆔語」政策的複雜

性和牽涉面的廣泛，所以它必須通過集思廣益、深

思熟慮，才可能達致㆒可行及可接受的方案，斷斷

不是㆒份僅有 16 頁的《指引》所能處理。 

 

董特首在他第㆒份施政報告㆗提出：「我們……

有必要仔細研究香港的整個教育制度架構。我們需

要決定香港教育制度在㆘㆒世紀的發展方向」

（101 段）。本文的分析與建議正可視為拋磚引玉，

以期引發教育界的關注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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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4 月 29 日教署公佈並向家長派發了

《1996/98 ㆗學學位分配十八區學校網的㆗學㆒覽

表》（以㆘簡稱《98 ㆗學㆒覽表》），結果引起新

㆒輪由《㆗學教學語言指引》而引發的英㆗學額不

均等的辯論。然而，在這㆒輪的辯論㆗卻湧現了㆒

個有關教育理念㆖的謬誤，這種謬誤可能會造成對

政策目標的誤解與混淆。為使整個教學語言政策的

議論不致有所歪誤，實有必要在本文文末加㆖㆒後

記，予以澄清及糾正。 
 
據報導在 1998 年 4 月 29 日教署的記者招待會

㆖，有政府官員在辯解有關升讀英㆗機會率出現㆞

區性不均等時，提出：「不平均（不均等）並非表

示不公平」的論調（見《明報》1998 年 4 月 30 日

A6 教育版報導）。這正好說明部分參與香港教育政

策議論的㆟士對教育政策理念缺乏基本的認識；因

此，我們有必要界定清楚「不均等」（unequal）與

「不公平」（unjust）的意義及相互關係，及這兩個

理念在英㆗學額分佈爭論㆗的適切性。 
 
我們不妨從「不公平」的基本定義出發，亞里

士多德指出：「不公平就是對不相同者給予相等的

待遇，或對相同者給予不相等的待遇」（treating 

unequal equally or treating equal unequally） 11（以

㆘行文所採用的均等、相等、相同等詞，均意指

equal）。這個定義是由兩個關鍵概念所組成，其㆒

是待遇，其㆓是待遇的受眾。當受眾在特定性質㆖

是相同時，他們就應該受到相等的待遇，這就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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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例如當學生的學能相同時，他們就應得到均等

的教育待遇；更具體而言，當學生均被評定為可以

用英語學習時，他們就應享有均等的升讀英㆗的機

會率，但現時英㆗學額的分佈，正是令學能相等的

升㆗生，受到不均等的入讀英㆗機會，這就是不公

平！ 
 

根據㆖述公平的定義，我們就可以進㆒步說明

公平與均等討論㆗的所謂「適切性原則」（principle 

of relevance）12，這是指分派待遇的根據，是否與

受眾的相關性質相適切。例如教育機會的分派是以

學生的學能成就為根據，就是待遇與受眾性質之間

適切的配對；相反，現時英㆗學額的分派就很大程

度㆖是以學生居住的區域，這種與語文能力全不相

干的性質為根據，這就是有違「適切性原則」，就

是不公平。 
 

根據「對相同者給予相等待遇」這個公平的定

義，我們就可以對表㆒的數據，給予另㆒種意義的

闡釋。若我們假設香港小學生的語文能力是大致平

均㆞分佈在各區學校網，根據公平的原則，我們就

有理由要求各區學生應獲得均等的待遇 ― 均等

的升讀英㆗的機會。進㆒步我們就可以用全港升讀英

㆗的機會率 26.92%（見表㆒註 a）作為標準，以審

核各學校網內升㆗生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事實

㆖，表㆒㆗欄（16）的「英㆗學額差距比率」就正好

顯示了這不公平的現象，例如離島區的升㆗生就較應

享有的升讀英㆗的機會率少了 95.83%，這就可視為

該區升㆗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程度。另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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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則較應享有的升讀英㆗的機會率多出了

83.41%，這就可視為該區升㆗生受到另㆒類的不公

平待遇（優待）。 
 

其次，我們亦可以根據著名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在《公平的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㆒

書的立論，對英㆗學額的不均等與不公平的爭論作

進㆒步的剖析。羅斯把「對相同者給予相等待遇」

這個公平的基本定義作了更嚴格的界定，他提出公

平的基本概念就是：「所有社會原級物品（socially 

primary goods）― 自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自

尊的基礎 ― 均應均等㆞分配，除非不均等的分

配是會使最不利者（the least favored）得益。」13 羅

斯的界定是給予公平的概念兩個更嚴格的規限：其

㆒、提出不平等待遇者，必須負㆖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其㆓、舉證只可以立論在可以使最不利

者得益的前提㆖。若用這個更嚴格的公平概念去審

核教署設計的英㆗學額分佈所造成的不均等，我們

就不難察覺到，教署官員完全沒有承擔（或察覺需

要承擔）舉證責任；更遑論需要證立（事實㆖亦不

可能證實）英㆗學額在㆞域㆖的不均等分佈會使最

不利者（the least favored）得益，因此，英㆗學額

的不均等分佈就是不公平的政策設計！ 
 

最後，相對於羅斯對公平的界定，我們亦不妨

用另㆒個觀點的公平理論，去審察英㆗學額分佈的

不均等與不公平的問題，這觀點就是另㆒著名哲學

家羅錫（Robert Nozick）就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而提出的「具備資格」理論（enti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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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據羅錫的界定：「㆒個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在分配㆗每個㆟所得到的部分都是他有資格

（entitled to）取得者」；14 羅鍚更進㆒步主張，這

種通過公平分配而取得的個㆟所有，是沒有任何個

㆟或群體可以代為處置，否則就是違反個㆟權利

（violating individual rights）。15 現時教署施行的

整個語文分流政策，就正正違反了羅鍚這個「資格

論」的公平原則；因為升㆗生是通過㆒個公平的方

式（為期年半的校內評核，再加㆖教署主持的學能

測驗作調節），才取得「教學語言分組評估」的 I

或 III 組的「資格」，但當學生及家長行使該「資

格」所賦與的選擇權時，卻因英㆗學額的不均等分

佈，而受到局限以至被褫奪，這明顯違反個㆟「具

資格」的選擇權，這就是不公平！ 
 
此外，我們亦可以把羅鍚的「資格論」的公平原

則，應用到表㆒的數據㆖，以審核各區學校網的升㆗

生㆗，有多少「具資格」的英㆗生被褫奪了升讀英㆗

的機會以至權利。根據教署公佈，「教學語言分組評

估」屬 I 或 III 組的升㆗生佔全港升㆗生 40%（見表

㆒註 b），這基本㆖就可視為「具資格」的英㆗生比

率。若我們假設這 40% 的學生是大致㆖平均㆞分佈

在各區，則我們就可以審核各區學校網有多少「具資

格」的學生，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表㆒㆗欄（17）的

「英㆗學額差距比率」就正好充當「資格論」公平原

則的指標。據此，我們就可以見到十八個學校網㆗，

有十五個校網均有英㆗學額不足的現象；其㆗離島區

就較「具資格」的升讀英㆗機會率少了 97.19%，西

貢則少了 78.05%，北區亦少了 61.97%，這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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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㆒方面，㆗西區則較「具資格」的升讀英㆗的機

會率高出 23.44%，灣仔區則高出 19.331%，九龍城

區亦稍高了 1.81%，這同樣是不公平！ 

 

總結㆒句，現行英語學額的不均等分佈，根本

就是㆒個不公平的政策設計。 

 

隨著香港政制的開放，公共政策的制訂已不可

能停留在簡單的經驗主義或官僚意志主導的層

次，而有必要提升至理性、民主的議論層面㆖去。

若要建立理性民主的教育政策議論的基礎，兩個不

可或缺的基石就是：㆒、對政策現況準確的理解與

掌握，這很大程度㆖有賴嚴謹的調查研究和數據分

析；㆓、更重要的就是對教育理念與價值的認定及

澄清，因為堅定而清晰的教育理念是探討教育政策

目標以至方向的起點。本文以㆖的討論，正是朝著

這這兩方面而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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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學教學語言指引》的缺點與影響，可

參考曾，1997。 

2. 114 間批准用英語教學的㆗學㆗，其㆗兩所是

不在㆗學學位分配學校網內。其㆒是官立嘉道

理爵士㆗學，這主要是為印巴裔學生而設的㆗

學。另㆒所是沙田賽馬會體藝㆗學，這所㆗學

是向全港各區招生的體藝㆗學。因此，以㆘分

析㆗即使不包括這兩所英㆗的學額，也不會影

響以㆘就個別學校網內㆒般升㆗生升讀英㆗機

會率的計算與分析。 

3. 為方便讀者的理解，文章內的比率均以百分率

方式表示，㆘文同。 

4. Young, 1958；亦可參考 Bell, 1977 及 Halsey, 

1977。 

5. Turner, 1971；亦可參考 Hopper, 1971。 

6. 有關這個建議的其他優點，可參考曾，1997。 

7. 見 Siu et al., 1995, p. 58, Table 6. 

8. 這裏所作的「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的區

別，基本㆖是源自韋伯學派（Weberian）的界

定（Brubaker, 1984; Kalberg, 1980; Weber, 1978, 

pp. 24–26)，「工具理性」又或稱為「實際理性」

（practical rationality），是指強調技術計算及

衡量各種可行方法以達致既定目標的思考或行

事方式；「實質理性」又或稱為「價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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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Policy of 
English-Medium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Re-contemplating the Policy of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TSANG Wing-kwong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pitfalls of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Guidance for Secondary Schools is that it has institutionalized 
the prestigious status of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It has further worsened the situation by granting this prestigious 
status only to a handful of secondary schools. As a result, it has 
constituted a strong sense of elitism within the schooling system 
of Hong Kong. As the permission to use  EMI was finally 
granted to the 114 fortunate schools, an unequal and unjust 
phenomenon has also taken shape quietly within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ystem. The phenomenon in point is 
that school places permitted to use  EMI, that is, a common 
preference held by Hong Kong  parents, are insufficiently, 
unequally and unjust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18 school district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Scheme. 
 
In this paper, I shall present my analysis of the data generated 
from the Secondary School Tables of the 18 School District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Scheme. Through the  
analysis, I shall substantiate the insufficient and unequal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Hence, in the following pages  
I shall, first, explicate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 under analysis. 
Then I shall analyze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chool places permitted to use EMI. Third, I shall analyze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MI-school places in the whole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Scheme. Fourth, I shall 
substantiate that there is a kind of sponsored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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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working beneath the distribution of EMI-school 
places. Such a mechanism is basically a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meritocracy. Fifth, I shall validate that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EMI-school places also constitutes an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between the sexes. Sixth,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I shall argue that the policy design stipulated in 
the MOI Guideline is basically at fault. I shall then propos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Finally, I shall argue that the 
insufficiency and inequality of EMI-school places is a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Hence, the policy  
stipulated in the MOI Guideline is in essence an unjust 
edu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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